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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技术：
尺度转换的视角

谭少华 1,2，何琪潇 1，杨春 1

摘要 城镇化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环境与生活品质巨大提升，同时也引发诸多“城市病”，健

康城市建设作为根治“城市病”的有效手段而引起全人类共同关注。针对城市复杂系统的空

间尺度特征，探讨了面向健康城市的尺度转换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提出了宏观尺度、中观尺

度、微观尺度3个层面健康城市建设的关键主动式规划干预技术。宏观尺度的主动式规划干

预在于切断与阻隔危害源，制订城市应对灾害的避灾与防险行动纲领；中观尺度的主动式规

划干预在于加强城市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提升城市空气质量、水生态系统的循环利用

以及减缓热岛效应危害等技术；微观尺度的主动式规划干预在于引领人群健康生活方式，构

建高品质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人群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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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有 55%人口在城市生活，2050年这

一比例预计将提升到68%[1]。伴随城市人口的急剧

膨胀和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自然灾害频发、城

市环境恶化以及慢性病和精神疾病呈盛行趋势等，

“城市病”问题日趋严峻，正严重危害全人类健康。

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频发的

极端气候灾害（过多的降雨、大范围的干旱和持续的

高温），也加剧了洪水、地震、飓风、海洋等自然灾害

发生。频发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大规模

的损害，尤其在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区域产生的危

害更大。已有研究证实，诸多人类活动中，城市化效

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新

热点[2]。尽管准确的影响机理还不确定，但及时采取

各类预防措施已达成国际共识。中国是自然灾害频

发国家，城市选址布局不当造成的危害同样巨大。

据统计，中国70%以上的城市分布在自然灾害的高

风险区，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3000亿元人民币，约有3亿人次受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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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堪忧。中国近30
年的快速城市化同样引发了诸如大气污染、能源紧

缺、水质恶化、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严重影响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截至2018年，中国的388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超过64.2%的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超标，在 1 年之中有 189 天达到重度污染，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的60.0%[4]；更多城市人口处于空气污染中，由此产

生每年约 1000亿美元至 3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

失[5]；同时，超过50%的主要河流受到了“轻度污染”

或“中度污染”，造成水质不宜饮用或直接与人体接

触 [4]。交通拥堵方面，仍有 44%城市“交通健康指

数”低于水平线，北京市因交通拥堵造成市民每月

的经济损失为1075元人民币[6]。

近年来，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

是伴随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

也令人担忧。全球许多慢性病（例如心血管疾病、

中风和糖尿病等）逐渐呈上升趋势，造成的死亡人

数已占人类死亡总数的60%[7]。许多慢性病与肥胖

有着密切关系，缺乏体力活动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

境等已成为诱发肥胖的主要原因[8]。而常见的精神

疾病，诸如抑郁、失眠和焦虑等，已达世界总人口的

10%~20%[9]，在中国，精神类疾病已排名疾病负担

首位，约占1/5[10]。《The Lancet》一份最新报告指出，

中国城市面临着快速改变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

转变所带来的复杂性健康挑战，传统影响城市居民

健康的卫生条件、传染性疾病和环境污染，不再是

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转而是非传染

性疾病、低水平体力活动和心理疾患等生理和心理

健康问题，诸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缺乏身体锻炼和

精神疾病等[11]。这些城市居民健康问题与城市环

境和现代生活方式有着紧密关系[12]，长时间的缺乏

体育锻炼、伏案工作、饮食不平衡和工作学习压力

成为造成当前慢性疾病的重要原因[13]。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大力倡导下，“健康城

市”议题开始进入全球视野。健康城市建设是一项

全社会共同参与、积极面对的新议程，城乡规划学

科在充分发挥其公共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可以杜绝

“城市病”的蔓延。在国际健康城市运动的积极带

动下，中国规划学者以健康城市为目标，开始从规

划理论层面探索系统框架[14]、健康城市空间建设的

层级、重点和方向[15]以及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在主动

预防各种慢性疾病的显著作用[16]，为中国健康城市

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适逢中国为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在2016年和

2019年相继提出《“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的倡议，生活质量和

公共健康再次上升为中国规划学者关注的核心问

题 [17-19]。对此，有必要系统总结，面向健康城市的

规划研究进展，剖析研究态势，厘清趋势，进一步提

高中国营造健康城市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1 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的尺度
转换

1.1 城市复杂系统的尺度转换特征

城市是一个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地域文化等

多因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20]。任何系统并非独立

存在，均具备多层次状态的特征。城市复杂巨系统

3类空间尺度特征：1）城市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进

行着动态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形成了城市与区域环

境的宏观空间尺度；2）城市内部多因素的相互协

作和制约，形成了城市内部子系统之间的中观空间

尺度；3）城市子系统与主体参与者（即人）行动和

行为的双向影响，形成了城市子系统与人之间的微

观空间尺度。

时空尺度发生变化，系统特征也随之发生变

化，主体矛盾、突出问题、解决路径均有差异，这种

尺度效应在城市系统尤其突出。宏观尺度，主体矛

盾在于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不平衡，突出问题是

城市过度发展引发生态失衡衍生的各类灾害，解决

途径是如何构建安全的屏障、远离灾害；中观尺度，

主体矛盾在城市各子系统之间运行不协调，突出问

题是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忽视和损害了经济、生态

和社会因素的内部稳态，解决途径是提升系统功能

运作的效率；微观尺度，主体矛盾在于城市系统的

供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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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突出问题是城市环境改变生活方式后对人

群生活的负面影响，解决途径是构建高品质人居环

境质量。

1.2 健康城市的主动式规划干预

回顾世界公共健康领域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

论是 18世纪城市社区环境中的卫生设施改革，还

是 19世纪中期开始的空气质量的立法，都是通过

现代城市规划改进推动的[16]。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健康城市”议题开始进入全球视野，规划师开

始与公共健康及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者协作，共同推

进健康城市目标的达成。之后在北美和欧洲正式

发起“健康城市项目”“欧洲健康城市网络”等规划

建设行动来推进健康城市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1998年，雅典国际健康城市会议第一次提出“健康

城市规划”思想，掀起了全球对健康城市响应的高

潮，标志着城市规划已成为参与并解决公共健康问

题的一股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上海、杭

州、苏州等10个城市进行健康城市试点，标志着中

国正式投入国际健康城市规划运动的热潮中。

构建主动式健康干预的人居环境是一项全新

的健康城市发展理念。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

配置手段和工具，主动防范城市各类灾害风险，着

力提升城市系统运行的功能和效率，全面改善人民

生活质量，促进人群身心健康。实现主动式规划干

预技术主要包括切断与阻隔各种“危险源”对城市

造成的危害以及提升城市系统“自我调节与修复能

力”（图 1）。切断与阻隔各种“危险源”，是指主动

切断和阻隔对城市有序发展产生破坏的危害源，例

如通过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为城镇空间发展预

景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技术保障[21]，制订

包含综合减灾和应急管理的城市安全防灾规划[22]；

提升城市系统“自我调节与修复能力”是指主动调

节城市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例如“三旧改

造”[23]、历史风貌保护规划 [24]以及西方国家积极呼

吁的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25]等城市更新方式。

1.3 尺度转换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机制

系统的层次性决定着规划干预技术的层次性，

从而规划干预技术应把握与不同尺度对应的健康

城市的关键影响因素与矛盾，分别建立适宜的处置

方案，实现有的放矢地解决“城市病”的目标。针对

健康城市多尺度特征，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内部

系统-人”3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健康城市的主动式

规划干预机制应是建立与不同尺度对应规划干预

技术，即，“切断与阻隔、调节与修复”2项主动式规

划干预技术，从城市宏观、中观和微观 3个尺度构

建面向健康城市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技术：1）宏观

尺度的主动式规划干预，在于切断与阻隔危害源，

制订城市应对灾害的避灾与防险行动纲领；2）中

观尺度的主动式规划干预，在于加强城市系统内部

的自我调节能力，提升城市空气质量、水生态系统

的循环利用以及减缓热岛效应危害等技术；3）微

观尺度的主动式规划干预，在于引领人群健康生活

方式，构建高品质的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人群

健康水平。

2 健康城市宏观尺度的规划干预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城市洪涝、极端气象、地

震、地质灾害等频发。关键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技

术，在于制订城市应对灾害的避灾与防险行动纲

领。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已将制订避灾与防险行动

纲领上升为国家重要战略，形成一套独立、长期、高

效的防灾综合规划体系。在日本，防灾规划独立于

城市规划但享有同样地位和效力，强调防灾基础设

施等硬实力综合部署，与防灾系统建设等软实力相

结合[26]。荷兰面临的灾害主要以暴风雨、洪水和风

暴潮为主，除了重视洪水风险管理、法律和规划体

系的建立外，洪水信息预报、风险评估和分区管控图1 健康城市的主动式规划干预的尺度转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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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避灾行动的重心[27]。同时，一些国家以防灾减

灾目标，融合已有城市规划体系来提升整个城市的

防灾等级。在美国，用于防灾减灾的土地利用政策

途径就有 6大类，包括防灾建筑标准、土地开发防

灾规范、生命线工程和公共设施开发规范、土地和

项目征收、土地税以及财政政策、灾害信息公共教

育政策[28]。进入21世纪，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ies）
成为国际学术界城市规划和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话

题，强调在城市这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系统面临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社会体系的营建和维护、及其反应

和协调能力[29]。关于韧性城市理论的工具化研究，

例如韧性评价，是当前相关研究攻克的突破口。此

外，在中国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配置手段和工

具，以“双评价”（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底线约束理念，构建城镇

空间发展格局，在避免泥石流、滑坡、地震等地质灾

害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健康城市中观尺度的规划干预

针对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对维持人群赖以生

存的空气、水等物质要素的污染，中观尺度的规划

干预是加强城市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关键

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技术，在于运用城市空间布局提

升城市空气质量、循环利用城市废水以及减缓热岛

效应危害等。

3.1 提升城市空气质量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是衡量空气质量

优劣的重要指标。研究证实，颗粒物浓度与呼吸系

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病率、死亡率有很强的

正相关关系[30]。人体长时间吸入颗粒物及其表面

附着的细菌、病毒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严重会引

发肺癌。不同城市空间特征大气颗粒物浓度不同，

已有研究发现，城市功能布局、开发强度、道路网络

密度、公共绿地以及住房环境等空间要素影响着室

外与室内颗粒物的分布和扩散[31]。

提升室外空气质量，主要运用城市公共绿地布

局改变城市特定区域内大气颗粒物浓度。绿地中

的植被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叶片积聚有效吸收

污染化合物，从而净化局部污染空气。北京市建成

区道路绿地年消减PM2.5总量为 1.09 t[32]；通过调整

优化城市道路两侧绿化带宽度和植物群落配置模

式，可有效增加PM2.5的消减作用[33]。改善室内的空

气条件，通过改变建筑布局和形态、提高建筑质

量。东非国家乌干达近期制定的《卫生部门战略与

投资计划》，将住房环境列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在当地住房室内燃烧生物质用于烹饪，表现出对居

民的健康影响最为显著[34]。同时，Wheeler等[35]发现

使用生物质燃料在室内做饭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但积极通风比燃料选择更能减少这种影响。国内

学者近期研究发现，住宅小区的布局形式[36]，以及

空间形态、建筑密度、交通路网、植物绿化[37]等对住

区内气流循环、风向及风速的影响规律。并证实，

通过提高风场、下垫面、建筑局部形态、绿化配置等

多方面的协同作用，可以改善低层高密度住区的风

环境舒适性[38]，改善局部空间条件。

3.2 循环利用城市废水

未经处理的废水（包括工业、生活污水）含较高

浓度的有机物质、病原体和有害化合物，同时伴随

重金属以及新出现的污染物，如内分泌干扰物质和

医药制品等危害人们健康的物质[39]。城市是产生

大量废水的集中区域，废水的处置和管理已引起全

球的高度重视，但目前各地区仍存在差异。亚洲地

区废水处理率为35%，在拉丁美洲地区和加勒比地

区这一比例降至 14%，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

0[40]。除了地区差异，工业发达的城市排放废水中

含有的污染物也会高于没有工业的城市。污水的

处理措施有 2种途径：一是对废水进行排放，包括

计划、工程和设法清除、处理和处置废物液体介质

与人体和环境的接触；二是对废水进行回收处理，

即中水回用。

更多国家开始重视废水的循环利用。废水的

循环利用，可用于工业、农业、城市杂用以及景观环

境等多个方面[41]。特别在农业，废水能补充其他灌

溉资源，帮助循环利用植物营养物质，如氮和磷，从

而为化肥提供有效的替代品。以色列在中水回用

方面是最具特色的国家，已把再生水作为国家水量

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100%的生活废水和 7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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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废水得到回用，46 %的再生水直接回用于灌

溉 [42]。中国再生水利用起步比国外晚，在 20世纪

80年代先后经历试验探索、技术储备和示范工程

应用后，在 21世纪初明确了再生水利用已进入全

面启动阶段[43]。中国城市规划以污水系统规划为

途径，转变以往集中排放的理念，采取就近、分散、

多层管控的规划布局手段，减少了污水循环利用的

路径、提升了污水循环利用的效率。与此同时，中

国绝大多数城市将雨水也当作“一种废水”，采用低

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方法控制

和利用径流雨水已成为许多规划设计项目循环利

用废水的重要技术手段[44]。

3.3 减缓热岛效应

城市气温持续保持过度的炎热会严重影响人

群健康。在欧美国家热浪相关研究也证实，热浪与

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大幅增加有关[45]。全球近期一

些地区热浪的持续频发，与城市热岛效应相关。热

岛效应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城市化进程中给气候带

来的明显负面影响[46]。城市扩张会加剧热岛效应，

扩张以城市蔓延的形式出现，使得更多地区被不透

水的表面覆盖；扩张导致居民更长的行驶距离，会

产生更多的车辆出行和空气污染。同时，扩张意味

着更多建筑物会产生热量排放。

减少城市热岛效应的措施：一是增加城市的绿

化和水景，改变硬质铺地表面对太阳能的反射系

数；二是减少人为热量排放，增加城市与自然的空

气流量。研究表明，绿道被作为一种城市与自然能

量交换的通风廊道，发挥着通风降温、减缓热岛效

应的生态效益[47]。绿道的规划和建设也逐步成为

城市规划师、风景园林师、环境保护学家以及政府

决策者等改善城市热环境重要的技术手段[48]。面

对热岛效应带来的危害，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反思

城市扩张所导致的空间蔓延现象。紧凑城市在20
世纪70年代被作为一种可持续性的规划理念被提

出[49]，能够减少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紧凑城市影

响了一大批各地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同时也对城

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强度产生影响[50]。值得

注意的是，当前学界对于其引导城市可持续性发展

的实际作用存在越来越多的争议[51]。国内学者杨

东峰[52]从理论剖析、效果质疑、适应性反思3个层面

系统检讨了紧凑城市的现实效果和内在局限。

4 健康城市微观尺度的规划干预

针对城市环境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城市居民健

康所产生的负面问题，微观尺度的规划干预引领人

群健康生活方式、构建高品质人居环境。关键的主

动式规划干预技术，在于创造吸引人们主动步行和

骑自行车出行、方便参与健身锻炼等增加人群体力

活动和改善人群心理疾病的生活场景。

城市规划领域从不断改善城市环境与社会环

境的视角，通过建成环境引导人群健康生活方式，

受到世界各国相关部门政策和准则的积极支持。

《萨格勒布健康城市宣言》将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纳

入整体考虑范畴，围绕创造关怀和保障的环境、健

康生活、健康的城市环境和设计3个层面提出健康

干预的核心内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发起的

《健康社区》、英国体育部门的《积极设计指南》、加

拿大规划部门的《规划设计：健康社区手册》、澳大

利亚地区政府的《创造积极社区：地方议会体力活

动导则》等均强调社区物质空间对个体健康活动的

重要支撑，通过社区环境设计促进步行和体育运

动，从而使社区更加健康。

4.1 促进体力活动

有效的体力活动（步行+锻炼）是预防和减少

慢性疾病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步行是城市居民日常

活动最普遍的中强度体力活动，体育健身可以预防

早期死亡率、延缓局部或全部劳动力损失、降低慢

性疾病发生和对药物控制的依赖。城市处于公共

卫生、健康、可持续等在内的全球健康问题研究最

前沿，建成环境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未来健康干

预跨部门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建成环境对人群

健康的主动式干预主要是通过创造方便人们参与

体力活动和体能锻炼的各种建筑物和空间场所，尤

其指那些可以通过政策、人为改造的生活场景，包

括住房、邻里社区、基础设施、交通和城市布局等，

注重生活场景的环境特征对人群健康生活方式的

主动干预，诸如步行、健身锻炼、骑车等。重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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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步行、骑车和健身锻炼的物质环境建设，通过

物质环境保障所有住户能够方便地参与体能锻炼、

步行和骑车出行。Cervero等[53]从密度、多样性和设

计 3个维度衡量宜步行的建成环境特征；Handy[54]

等认为宜步行的建成环境特征包含密度、土地混合

利用程度、街道连通性、街区尺度、美学、区域结构

等 6个维度；Pikora等 [55]进一步从功能、安全性、美

学艺术和可达性 4个方面归纳建成环境的宜步行

性特征。

1）在城市功能布局和交通层面。注重城市土

地利用混合度、街区可步行性、道路连通性等对步

行出行、骑车的积极引导。通过城市功能区的混合

布局，降低人群的居住—工作通勤时间，增加步行

出行的机会，减少通勤交通拥堵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建设以步行/骑车+轨道交通/公共交通为主

的城市道路体系，减少城市蔓延对机动车交通的依

赖，降低因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大气污染，增加人

群的中强度体力步行量。通过有效的建成环境交

通干预政策提高城市居民公共交通使用率、增加步

行频率、降低或减少道路交通碰撞和行人受伤的风

险、缓解交通拥堵和增加居民体力活动[56]。

2）在邻里层面。关注邻里场所设计、街区尺

度、设施距离、体育活动资源可达性等对人群日常

步行和体育锻炼的有效引导，增强邻里的步行能

力，建立完整而紧凑的社区，重点考虑适宜步行的

关键因素：临近性、连通性、功能混合和步行尺度。

Lawrence等从邻里步行需求的设施功能、可达性和

空间品质3方面总结步行的倾向因素、促成因素和

强化因素，认为临近性、连接线和场所性是影响宜

步行住区的重要空间特征要素[57]。以步行导向为

主的住区通常具有较好的设施临近性、目的地和路

径选择的连通性格网格局、相对高的容积率、土地

混合功能和人体尺度等特征。研究显示，居住在土

地功能混合度高、街道连通性和设施邻近性好、人

口密度相对较低及社区具有适宜步行和骑车出行

的道路设施，居民选择步行、骑车和公共交通出行

的几率会高很多[58]；居住在拥有良好户外自然环境

的邻里住区，居民参与健身锻炼的几率要比其他低

户外自然环境的住区高3倍，肥胖概率降低40%[59]；

同时，改善邻里设施配置质量和提高安全性，例如

提供优质的街区照明，会显著降低人群对犯罪的恐

惧感和道路交通冲突，增加更多的步行和骑车出

行[60]。

4.2 缓解人群精神压力与疲劳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许多精神疾病是由长期的

精神紧张、压力过大、反复的心理刺激及复杂的恶

劣情绪逐渐影响而形成的。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加

快、社会竞争压力加大，及工作（学习）压力是引发

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重要内在因素，也是影响

个体及社会群体生活安宁的重要原因[61]。与此同

时，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建成区范围不断扩

大，导致现代城市生活离自然环境越来越遥远，这

是引发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重要外部环

境[62]。现代城市人群迫切需要舒缓精神压力的生

活空间和场所，遏制人群心理疾病盛行。

从早期康复景观、治疗花园等开始，园林景观

在促进人群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被广泛证

实[63]。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围绕城市自然环境对

人们身心健康绩效展开，并认为以城市公共绿地为

主体的城市自然环境已经成为市民亲近和感受自

然的重要场所[64]，其在维持城市生态平衡、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成为人们缓解精神压力与疲

劳恢复重要方式。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国际上

已开始关注自然环境对人们情绪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理，所积累的大量实验证据证实，以绿化为主体

的自然环境在调整人们情绪方面明显优于非绿色

的人工环境[65]。这种显著的功效作用主要体现在

自然环境的治理与康复功能、增强身体健康的功

效、陶冶情操、缓解精神压力与消除疲劳、促进社会

交往等多方面。谭少华等[66]近期证实，袖珍公园缓

解人群精神压力的环境特征包含自然性因子、感知

性因子、设计性因子和环境性因子 4个方面，其中

自然性因子起主导作用。深入研究发现，自然性因

子中草地要素的恢复性效用最高，且大量树林、较

疏松的灌木丛、大面积草地覆盖、有大量花卉、大面

积湖泊、零散置石、少量山体坡地和少量动物自然

环境要素组成的社区公园环境恢复性潜能最高[67]；

郭庭鸿等从使用行为的健康效益转化视角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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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园的环境特征进行识别，得出灌木围合空间、绿

化、地形、自然园路对放松减压具有积极作用 [68]。

有理由相信，正视自然环境对人群心理健康的干预

功能是未来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新趋向，并且能够

积极发挥城市自然环境（如城市公园、绿色空间、城

市农林地等）对促进人群心理健康的干预作用。

5 结论

实现健康城市和人群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期

望，离不开社会各个领域、多维度的联合支持和贡

献。城市规划作为引领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综合部

署空间布局、工程建设、服务公众的一股主要力量，

势必应当担负起健康城市的建设先锋作用，发挥多

尺度的主动规划干预技术。在宏观尺度，积极制订

城市应对灾害的避灾与防险行动纲领；中观尺度，

持续运用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空气质量、循环利

用城市废水以及减缓热岛效应危害；微观尺度，着

力创造吸引人们主动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方便参

与健身锻炼等增加人群体力活动和改善人群心理

疾病的生活场景。在健康城市和健康中国大力推

动下，以功能效率与人群健康并行的后现代城市规

划学科发展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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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planning intervention techniques for healthy cities：
Ascale conversion effect

AbstractAbstract Urbaniza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also caused many "urban
diseases". Healthycity construction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cure "urban disease" has aroused common concern of manki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 complex system and discusses the scale conversion effect of active
planning intervention for healthy cities. Three level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the active planning intervention: Macro- scale,
medium- scale and micro- scale. At the macro- scalelevelthe planning interventionisto cut off the harmfulsource to formulat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ction programs against disasters. At the medium-scalelevelthe planning intervent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self-regulation within the urban system to improve urban air quality, recycle water ecosystems, and mitigate heat island
effects. The planning intervention atthe micro-scalelevel is tolead a healthy lifestyle to build a high-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people's health.
KeywordsKeywords healthy cities; planning intervention；population health; built environment; scale conversion ●

（责任编辑 卫夏雯）

TAN Shaohua1,2, HE Qixiao1, YANG Chun1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New Technology for Construction of Cities in Mountain Area,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ongqing 400045, China

42


